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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明”与“新边疆”*

——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

■强世功

［内容提要］本文从“帝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出发，基于地缘空间和文明形态将香港定位为中国立足大陆

面向海洋世界、面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边疆，提出“以边疆为方法”的跨文明研究方法，展现边疆地带

对于文明中心的能动建构意义。边疆不仅可以推动文明中心吸收外来文明来丰富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

是边疆对于文明中心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会不断刺激、挑战乃至摧毁停滞腐朽的文明中心，推动文明的

自我革新。基于这种研究路径，本文认为，所谓香港人心回归的“深层次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传

统、中国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文明传统在香港交织、斗争和融合的产物，香港文化精神的“去殖民化”需要

指向中国文明未来建构的更大视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香港为方法”，高度重视香港作为新边疆

在中国文明未来建构进程中的积极能动的战略定位，并以此开辟“一国两制”的新篇章。

［关键词］ 一国两制 跨文明 新边疆 以香港为方法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Jiang Shigong, 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
*本文是在《中国香港：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2年版）的“绪论”基础上删改

而成，杨展硕协助处理了注释，特此致谢。所有可能的错误均由作者承担。

2022年 7月 1日，在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

不变的中期节点上，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郑重宣

布“一国两制”方针，“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

期坚持”。这是自邓小平宣布香港“一国两制”五

十年不变之后，国家最高领导人进一步做出“一

国两制”将长期不变的政治承诺。邓小平当年提

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主要是为了解决香港

人的“信心”问题。然而，“五十年之后”怎么办？

虽然邓小平当年提出“五十年之后也不会变”，①

但毕竟只是期望，而没有变成正式承诺，以至于

随着“五十年不变”中期节点的到来，香港社会不

断争论“五十年之后怎么办”。这种预期的不确

定所引发的对香港前途及家庭个人命运的担忧

也不时冲击着香港人内心，加剧了香港在“借来

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中形成的“海外游子”的漂

泊感。特别是中央采用霹雳手段迅速结束香港

乱局，在香港引发巨大震动，不少香港人因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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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央政策而出现情绪波动乃至移民国外，再

加上疫情肆虐，两地无法通关和香港经济下行引

发的悲观情绪，甚至有人认为中央会逐渐用“一

国一制”来逐渐取代“一国两制”方针。从这个角

度看，习近平适时释放出“一国两制”方针“必须

长期坚持”的信号无疑有助于稳定香港政局，推

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飞跃。

习近平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香港以

及“一国两制”，不仅着眼于解决香港当下的政治

疑虑，更是从大历史高度将“一国两制”理解为一

项长期国策。事实上，从新中国确立“保持不变，

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以来，中央始终从战略高

度强调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一国两制”也是这

种战略的产物，即充分利用香港与全球资本主义

经济体系的紧密联系，发挥其引进西方资金、技

术、知识和经验并输出中国产品的“通道”作用。

我们唯有从全球地缘格局出发，认识到香港处于

中国大陆迈向海洋边疆地带的地缘优势，才能真

正理解香港独特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国家战略中

的独特定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香港”这个概

念不仅表明香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

把香港问题作为理解中国问题的“钥匙”或“索

引”，乃至于成为一种“方法”。

本文以香港为例，认为要理解中国这样一个

内含文明秩序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就应当从“跨

文明”（trans-civilization）的理论视角入手，高度关

注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长期互动形成的两个边

疆地带，不能简单地将边疆理解为落后、消极的

边缘地带，而是要关注边疆地带对于中国文明的

不断发展和更新变革所发挥的积极能动的作用，

由此突破文明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

叙事，以一种质文史观来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普

遍规律。在此基础上，本文着眼于香港“一国两

制”未来发展的新篇章，提出要建构一套与“一国

两制”方针相匹配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边疆入手

来反思中心，由此不能仅仅关注香港负面的“问

题”，更应该以之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方法”，思考

香港作为新边疆在未来如何赋予中国崛起并参

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意义。

一、香港“深层次问题”的根源：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从 2003年中央提出香港要注意解决“深层次

问题”以来，香港人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如果说

经济问题乃至政治上层建筑问题都是表层问题，

那么深层问题乃是涉及文化价值观念的意识形

态问题。这就意味着不能单纯从支配政治的角

度关注香港的“法律回归”，还要从文化政治的角

度来关注“人心回归”，这必然触及香港深层次的

“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

（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香港深层次问题的

根源

人心问题涉及信仰、价值、意义、认同乃至情

感以及由此奠定政治活动的正当性问题。“政者，

正也。”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③

政治之正，首要在于正名，确立对政治统治行动

（包括暴力施行）的正当性认可。人心问题才是

真正的政治问题，礼乐教化乃是政治根本。将此

归结为“文化领导权”或“软权力”，④不过是弥合

西方现代政治传统中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引发的

问题。

在汉语中，“政治”这个概念生动地将“政”与

“治”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政权”与“治权”这两

个概念。在香港问题上，我们经常用“主权”与

“治权”两个概念，其实“主权”就是“政权”。⑤遗

憾的是，我们对“主权”的理解往往从法律视角出

发，强调行使暴力的绝对性，理解为驻军、外交、

立法等权力行使，而忽略从文化的视角看，主权

也意味着拥有对真理问题乃至宗教价值观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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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裁断权。因此，在“一国两制”的宪制结构中，

中央在香港行使其法律主权（比如驻军、外交和

立法等），然而香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再生

产体制继续保留原来的制度不变，意味着香港掌

握着关于正当性再生产的“文化领导权”（或“软

权力”），由此产生中央在香港行使法律权力的

“认受性”问题。这个围绕“认受性”展开的“文化

领导权”不断冲击中央在香港依法行使主权的正

当性，由此引发香港内部文化政治上的分裂，甚

至产生“港独”分离主义思潮。

可见，所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冲突、“两

制”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乃是源自“一国两制”

这种独特的国家宪制形态在主权内留下的裂隙，

就像在“利维坦”图像中，宝剑与牧杖无法完全掌

握在一个人手中，从而在其之间出现内在的紧

张。而中央之所以采取“一国两制”这种在主权

内部包含着裂隙和分歧的宪制结构，恰恰源于近

代以来香港与内地在文化政治上存在的意识形

态分歧，而后冷战以来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强

化了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

以至于“一国两制”默认了香港拥有其文化意识

形态的主导权。可以说，由于中国在后冷战时期

被整合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中国作为

主权国家在法律上拥有其政治支配权，但在意识

形态上始终受制于世界帝国体系中的文化领导

权。2008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崛起，

然而中国主流文化知识人依然处在冷战思维中

推动“历史终结”的到来，希望成为世界帝国的臣

民。“中国的忧郁”问题由此而来。⑥而在香港，

2008年以来围绕政制发展的政治斗争始终伴随

着文化斗争，从“本土主义”到“国教风波”，从“全

面管治权”到“城邦自治论”，从“普选”概念争论

到“爱国者”概念界定，都集中在文教意识形态领

域争夺文化领导权。而内地学术界也产生围绕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争论，围绕“历

史终结”与中国道路的争论，围绕历史书写中的

虚无主义、新清史、西方中心主义论述及重建中

国文明传统的争论；在文化艺术领域，有围绕“民

国风”与红色传统的争论，“眯眯眼”乃至“毒教

材”引发的争论，以及网络上关于“公知”与“自干

五”，“恨国党”与“小粉红”的争论等等。可以说，

无论是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还是中国发生的事

情，都会在文化政治领域引发类似的分歧争论。

可见，香港问题虽然发生在香港，但其症结却在

中国、在全球，香港作为中西文明接触的边疆地

带，反而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

“索引”，乃至成为一种“方法”。

政治正当性或文化领导权问题隐含着“文化

政治”这个主题。⑦这些问题最终凝结到信仰和

价值观问题上，从而构成“文明”概念的核心内

涵。亨廷顿也因此将全球秩序理解为“文明的冲

突”，而台港澳地区作为中国文明面向海洋世界

的新边疆，恰恰处在与从海洋世界而来的基督教

文明冲突对抗的“文明的断层线”。⑧香港在政治

认同、人心回归问题上出现的深层次矛盾恰恰源

于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冲突。然而，台港澳地区

不仅是“文明断裂带”，同时也是“文明接触地

带”，既是西方人了解、研究乃至学习中国文明的

“窗口”（比如耶稣会就通过澳门这个窗口进入中

国来了解和学习中国文明），同时也是中国人“睁

眼看世界”的“窗口”。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

源，到传播西方文化推动中国改良变法的王韬；

从以香港作为基地来发动革命的孙中山，到将香

港作为储蓄、流转革命力量的“第三空间”的中国

共产党，近代以来的香港始终是中国人学习西方

知识、文化并探索救亡图存道理的启蒙学校，始

终是中国人推动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革命

性力量。⑨由此，香港在中国的话语叙述中，一方

面在文明冲突背景下成为中国文明被西方文明

打败从而开启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起点，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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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的叙述模式已成为我们理

解近代历史的标准语式，另一方面在文明融合背

景下成为中国文明学习西方文明并推动中国从

传统迈向现代的起点，以至于香港成为中国文明

保持开放，吸纳其他文明，推动自我更新、自我成

长的符号象征。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缠斗在

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深层的意识形态密码。正是

在这种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的有机互动中，才能

真正理解香港回归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二）香港的文化政治想象：“大都会”“文化

沙漠”与“海外游子”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文明尤其是区分“文

明”与“野蛮”的价值尺度发生了冲突。英国马戛

尔尼使团访华集中展现了这种文明的冲突。曾

经让中国人作为“文明人”倍感自豪的朝贡天下

体系道德礼仪，在西方人眼中被看作“愚昧”；同

样，中国人认为属于“野蛮人”的暴力崇拜（“尚

力”）和“小人”锱铢必较的利益计算，在西方条约

体系中却被看作“文明”的象征。⑩因此，中国人

在器物、制度和观念层面不断学习和吸收西方文

明的历史进程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一套

关于“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尺度，并按照西方文

明的标准来推动中国文明的转型，尤其是戊戌变

法和辛亥革命试图按照西方标准将中国建构为

自由宪政的主权国家，希望其被纳入西方列强所

建构的“文明”的国际社会，这无疑构成近代以来

持续不断、或隐或显的“承认政治”的主线。�I1五

四运动毫无疑问是按照西方的“文明”尺度对中

国文明沦为愚昧野蛮所展开的一场激烈批判乃

至全盘否定的思想启蒙运动。如果把中国传统

儒家理解为将政治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政教体系

（儒教），五四运动就类似于西方的宗教改革运

动，将儒家文化与王朝政治乃至朝贡天下体系的

政治建构剥离开来，改造为现代西方科学意义上

的学术思想，形成“文化”与“政治”的相对分离。

然而，不同的政治主张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主

张，政治分歧也会发展为文化分歧，“文化政治”

由此而来。�I2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出现了文

化政治上的道路分歧。一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

作为典范和样板的“承认政治”，由此形成“历史

终结”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在西方初现的社会

主义文化政治主张，用“革命政治”建立人类文明

的新形态。这两种现代性构思推动中国传统文

化在两个理论路径上展开其创造性转化。前者

形成与自由主义观念相融合的右翼儒家传统，比

如推崇私有财产制度、礼仪等级秩序、士绅商业

文化精英的价值观念，以及君相共治的宪制秩序

等，这两种文化观念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承

认政治”；后者形成与共产主义理念相互发明的

左翼儒家传统，比如推崇“公而忘私”的新民理

念，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乃至平等观念，顺应天

命的变法乃至革命思想，“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

等等。这两种文化政治传统支撑着两条不同的

政治道路，国民党的“承认政治”道路认同了西方

资本主义确立的文明标准，服从于西方建立的世

界帝国秩序，而共产党推动的“革命政治”致力于

推翻世界帝国体系，并以主人的姿态建立平等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两条道路与全球冷战

格局交织在一起，迫使现代中国回答：究竟是以

奴隶心态臣服于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国体系，还是

以革命立场打碎一切压迫制度，以主人的自由精

神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如果

说现代自由精神基于独立、自由的主人精神，那

么在全球资本主义构建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对于

后发达国家而言，“革命政治”才真正彰显了现代

自由精神。�I3

五四运动以来两种文化政治和政治道路的

分歧和冲突在香港就集中体现在如何面对西方

文明主导的殖民主义问题。港英政府为了抵制

“五四”革命思潮对殖民统治的冲击，开始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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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传统儒家教育。因此，从“承认政治”的

视角看，香港一直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典

范，是中国人眼中代表现代文明的“洋气”的“大

都会”形象，中国人论述中的“洋”与“土”，文明与

愚昧等新的观念等级秩序就是在香港的具体形

象中确立起来的。然而，从革命政治的视角看，

整个中国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洗礼，唯

独殖民地香港却将儒家封建礼教的等级观念和

殖民统治的等级观念勾结在一起，共同抵制“五

四”革命思潮，维护港英殖民统治，以至于内地已

经采用平民主义的白话文，而香港依然保留繁体

文言文。因此，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眼

中，香港的商业大都会反而成为灯红酒绿、纸醉

金迷、腐败沉沦的形象，未经革命新文化洗礼的

香港无疑就变成了“文化沙漠”，成为“漂泊儿童”

（闻一多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双重国籍的取

消，殖民地香港与内地的边境管理越来越严格，

两地的政治、文化渐行渐远，香港慢慢成为“海外

游子”。�I4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针对中国建立了华盛

顿-台北-香港轴心对华“文化冷战”战略，香港因

毗邻东南亚而成为笼络海外华人的重要支点。

美国一方面支持钱穆、唐君毅在香港创办新亚书

院，利用右翼儒家理念来笼络海外华人群体，抵

制共产主义革命思潮；另一方面支持张爱玲的文

学写作，利用她对情感与欲望交织的“夜生活”书

写来抵消共产主义没有夜晚只有“白天”的革命

激情。由此，在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新儒家教育下

培养出来的华人精英群体恰恰成为殖民体制的

捍卫者。费正清提出的“条约下的共治”概念就

是强调将中国纳入西方用不平等条约建立的殖

民帝国体系中，用西方人和西方文明驯化的华人

高等精英共同治理中国，其潜在的理论逻辑是：

既然儒家知识分子可以和清朝统治者合作，也就

自然可以和英美殖民者合作，香港就是这种“条

约共治”的典范。�I5正是在这种“共治”理念指引

下，金耀基用“行政吸纳政治”这个概念生动地展

现了华人高等精英如何与港英殖民者结成一种

“勾结式殖民主义”。�I6

在文明冲突背景下，港英殖民统治的核心乃

是用英文教育取代中文教育。然而，恰恰是香港

高阶层华人呼吁港英政府推行全英文的“深度教

育”，反对推行中文教育。被港英政府“吸纳”到

立法局的第一位华人议员，后来成为民国外交精

英的伍廷芳在港英立法局辩论中留下的经典名

言乃是：中文教育纯属“浪费时间”。同样，当港

英政府试图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来收编新亚书院，

提出用科学专业教育来取代中国文明教育，用英

文教育来取代中文教育的时候，右翼儒家对这种

殖民统治没有任何批判和反抗能力，只能妥协并

最后投降缴械。海外新儒学逐渐沦落为国际化

英文知识体系中的文化多元点缀，落入“花果飘

零”的境地。�I7

唯有在这种殖民主义与右翼儒家相勾结的

文化政治中，我们才能理解 1967年香港激进左翼

的反殖民主义抗议运动的历史意义，即以“革命

政治”来挑战这种“勾结式殖民主义”。这场革命

运动虽然被港英殖民统治者镇压了，但它却点燃

了 20世纪 70年代香港左翼学生运动，使其成为

70年代中国全力推动的全球反帝反殖民的“火红

革命岁月”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保钓运动”和

“法定中文语言运动”在海外华人中激发出巨大

的爱国热情和中华民族认同。在此基础上，香港

青年一代率先提出了“回归”的政治主题，试图将

“文化”与“政治”进行新的连接，不仅认同新儒家

论述的“文化中国”传统，而且认同新中国奠定的

“政治中国”传统。然而，正是在 20世纪 70年代，

香港的工业化起飞，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的本

土文化、本土政治乃至本土的生活方式。“香港是

我家”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国际化大都市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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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意识也在滋生。“认识祖国，关心社会”成为一

代香港新人的共同政治主题。正是在 70年代这

种左翼革命传统中，台港澳地区以及海外的华人

成为脱离政治中国的“海外游子”，由此在《龙的

传人》和《我的中国心》的传唱中迎来 20世纪 80
年代中央推动的“香港回归”。�I8

（三）直面“勾结式殖民主义”：“去殖民化”的

三种路径

20世纪 70年代的香港左翼运动将 60年代对

殖民主义的政治批判延伸到文化批判，无疑触及

“去殖民化”问题并推动形成了“民主回归”思潮。

然而，80年代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回归、中国的

“去革命化”进程以及“一国两制”方针在相当程

度上抑制了香港的“去殖民化”主题。港英政治

传统在“保持不变”，“能不变就不变”的策略中作

为“一国两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名正言顺地保

留下来。香港英文“深度教育”体系继续再生产

对殖民体系效忠的精英群体，他们从殖民统治者

变成了特区政府管治者；与殖民者勾结的华人高

等精英成为身份显赫的统战对象；曾经被他们镇

压的左派依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内地对“文

革”的否定清算直接打击了香港“认祖关社”（认

识祖国，关心社会）运动中的“国粹派”，以至于香

港本土的“社会派”在“民主回归”进程中成长为

社会中坚力量。米字旗、女王像等殖民地的外在

符号被取消了，但殖民地的文化精神秩序非但没

有改变，反而在全球化中强化了其优越性。香港

变成了“没有殖民者的殖民地”，只不过它有了一

个更为中性美好的概念——“国际大都市”。更

重要的是，内地改革开放与“告别革命”推动的

“与世界接轨”意识导致“承认政治”再度回归，而

香港从“文化沙漠”变成“东方明珠”，成为国家发

展的标杆和典范。

在这样的精神秩序中，“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和“高度自治”的口号以及由此而来持续不断

的香港政治运动将 20世纪 70年代滋生的“香港

人”的文化身份锻造为一种政治身份认同，而“两

制”的制度性隔离让这种身份政治认同与内地产

生了天然的隔离。“香港人”由此成为与“中国人”

对应的概念，在争取普选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不

断制造“人民出场”，强化其政治主体意识。我们

唯有理解香港深层的文化政治矛盾，理解特区管

治队伍、公民党、工商界、民建联和民主党等香港

政治力量的精神起源及其在香港政治秩序中扮

演的角色，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政制发展议题推

动香港本土主义甚至触发“港独”思潮的兴起。

解决香港回归后面临的深层文化政治矛盾必然

触及人心回归引发的“去殖民化”问题。

从字面意思看，在香港讨论“去殖民化”显然

是要清除港英殖民统治所建立起来的文化精神

秩序，那么香港新的精神秩序应该由谁来提供？

老左派或许希望追溯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

反英抗议运动并由此上溯到五四运动，这就意味

着必须为香港提供社会主义的精神秩序，但这显

然不符合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

理论，因此这种革命政治的“去殖民化”论述从一

开始就被遏制了。然而，香港社会本土力量希望

回到 20世纪 70年代香港本土社会兴起以及新儒

家“文化中国”论述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结合，共同

抵制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论述。在这种关于“去

殖民化”的论述中，“一国两制”所肯定的放任自

由的资本主义、廉洁高效的港英公务员体制乃至

行政主导和功能选举的制度统统是香港需要“去

殖民化”的对象，他们所期待的是通过普选建立

起扎根香港本土的立法主导体制。正是从香港

本土派的文化政治想象出发，他们提出将香港回

归看作香港从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中国的“殖民

地”，最多承认中央拥有驻军和外交权力，其他

“剩余权力”都归香港的“城邦自治论”，由此，香

港在中国秩序中的地位类似于英联邦体系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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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领”的独立地位。在他们的论述中，“去殖民

化”的目的不是实现“人心回归”祖国，而是让香

港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样，恰恰

是在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泛滥和“港独”兴起的背

景下，香港的“去殖民化”研究才真正浮出水面。

�I9如果我们不能理解 70年代香港本土“社会派”

的精神起源及其“民主回归”理想，实际上就无法

真正理解困扰香港的“深层次问题”。

讨论香港“去殖民化”问题无疑要解决“人心

回归”，从而为“一国两制”奠定与其相匹配的文

化精神基础。然而，“一国两制”的制度结构不仅

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论述的矛盾，而

且要解决左翼儒家与右翼儒家的矛盾，从而将中

国文明传统与资本主义传统以及社会主义传统

融为一体。“一国两制”概念试图从文明融合的视

角消弭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及其背后的文明

冲突，而这种文明融合视角无疑要在更大的范围

内打通中国古典文明传统、资本主义文明传统和

社会主义文明传统（所谓的“通三统”）。�20这就意

味着要推动中国传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包括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

化”，推动形成现代中国文明的新形态。这也意

味着我们不能在“文明冲突”的话语体系中讨论

香港的“去殖民化”，狭隘地将“去殖民化”理解为

清除港英时期形成的文化政治传统。相反，必须

在文明互鉴、文明融合乃至文明更新的意义上，

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有益要素来丰富

和发展中国文明。香港原本就是中西文明交融

的产物，并没有什么真正属于香港“本土”的东

西。香港的“去殖民化”并不是为了探寻香港纯

真的“本土”而去除“殖民遗产”，也不是为了回归

中国传统而去除外来文明，而是要去除对西方

“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的幻想，去除对西方建立的

世界帝国体系的尾随依附心态，树立作为中国人

的政治主体性和文明自信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来吸纳西方文明以及所有伟大人类文明的优秀

成果，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推动形成人类

文明新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在香港开展“去殖

民化”，与其追溯历史，不如着眼于展望更好的未

来并开辟出这个未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

单纯的主权国家理论，回望历史上的帝国，展望

未来复兴的文明。

二、回望帝国与文明：“跨文明”的视野

香港“去殖民化”问题引发了“一国两制”内

在的文化矛盾，如何消化冷战的文化冲突乃至文

明冲突的遗产成为“一国两制”未来发展的关键。

从法学理论看，“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

主权建构理论，然而，不同于西方理论建构出来

的均质性主权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内涵文明的超

大型政治实体，内在地包含着中心与边疆的复杂

关系，形成“一国多制”的天下格局，这种宪制结

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可以称之为“帝国”。

（一）从西北大陆旧边疆到东南海洋新边疆

从帝国的理论视角看，每一种帝国建构都隐

含着一种文明建构，而每一种文明的形成又必须

借助帝国的政治力量。如果说“文化政治”侧重

于“帝国-文明”范式中的“文明”向度，那么“统治

政治”则侧重于“帝国-文明”范式中的“帝国”向

度。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解中国问题的“钥

匙”或“方法”，恰恰是因为处在中西方文明秩序

互动的边疆地带。唯有从边疆入手，才能真正理

解帝国或文明的中心，同样，唯有基于这种“跨文

明”或“跨帝国”的宏观理论视角，边疆问题才会

从边缘问题转化为中心问题。

从全球地理空间看，香港地处麦金德所说的

“内新月地带”与外新月（岛屿）地带或东亚大陆

边缘地带与海洋世界之间的过渡地带上，处在中

国大陆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南洋世界乃至西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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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沟通的要道上。古代中国的华夏中原向江南

扩展形成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而在这个广阔

的地理空间中，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和江淮流域

的江南地区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经

济区”（key economic areas）。�21这些地区也成为华

夏民族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这个“中国”作为

“中央之国”的中心地带属于“小中国”或“核心中

国”地区。围绕这个中心地区会形成两个边疆地

带。首先是春秋战国以来，为应对西北高原和大

草原上马背民族游牧生活方式的冲击，历史上围

绕“长城地带”形成了西北边疆；其次就是宋明以

来，特别是晚清以来，为应对海洋民族以商船炮

舰为代表的工商业生活方式的冲击，又围绕琉

球、台港澳以及南洋地区形成了东南新边疆。我

们唯有从西北大陆边疆、中心华夏核心区与东南

海洋边疆的三分地理格局及其游牧文明、农耕文

明和工商业文明这三种文明的互动关系中，才能

理解中国的历史演化与命运兴衰。如果说“长城

地带”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演化的钥匙，那么台

港澳代表的东南海洋新边疆则隐含了近代中国

命运的秘密。

人类文明是从简单文明系统向越来越复杂

文明系统演化的。文明系统越来越复杂，文明所

建构的帝国体系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建构起的

帝国空间也越来越庞大，以至于人类文明的历史

发展经历了从古典农耕时代的“区域性文明帝

国”（比如儒教文明帝国、印度教文明帝国、伊斯

兰教文明帝国、基督教文明帝国等）向现代工商

业时代的“世界帝国”（现代文明）的演化。�22农耕

时代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分布在不同的大陆空间

中，而唯有工商业文明通过海洋将整个世界连接

起来建构为世界帝国。正因为人类文明发展根

据不同建构能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以至于后

者对前者构成降维打击并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早期游牧文明虽然依靠大陆心脏地带的广

阔草原和骑兵的机动性、冲击性对大陆边缘地带

的农耕文明构成巨大军事压力和冲击，但这些边

疆游牧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不得不接受农耕

民族建立起来的更高、更复杂的文明体系，推动

中原农耕文明不断向边疆游牧地区扩张，由此围

绕长城形成了文明融合和文明扩张的缓慢移动

的边疆。因此，恰恰是蒙古族和满族两个边疆民

族入主中原之后，才将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疆

的“长城地带”纳入中华文明的内地版图，从而将

中国的边疆大幅度向外扩张。正因为中国将农

耕文明发展到了极致，所以宋明以来，中国通过

东南沿海边疆向外发展海洋贸易，甚至将中国主

导的东亚贸易圈发展为一种全球贸易的世界经

济体系——白银资本体系。�23

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通过加入东亚贸易体

系而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飞跃。

这种工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构成降维打击，换句

话说，欧洲列强（甚至包括处于中华文明边缘地

带的日本）在经过工业化提升改造之后，都可以

对东方的超大型帝国构成降维打击。由此，琉

球、台港澳地区以及南洋不再是中华文明向外扩

张的新边疆，而是成为防守外来文明入侵的海防

“前哨”。整个香港历史无疑需要放在大陆文明

与海洋文明之间互动的新边疆这个定位中来理

解，以至于香港“占领中环”的“颜色革命”要和台

湾的“太阳花运动”放在一起来理解，香港“修例

风波”引发的暴乱要和美国在台湾发起的一系列

挑衅放在一起来理解。

如果说西北旧边疆面临的是宗教、民族这些

传统文明的核心问题，那么东南新边疆遭遇的是

科技、资本主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

等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我们唯有把两个边疆

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相互参照对比，才能发现

边疆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在“多元”基础上

构建“一体”，这无疑是政治的核心。新中国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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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和旧边疆整合在国家主权法律秩序中（虽然

目前台湾还未完成整合，但在国际法上已属于中

国），不仅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而且成为全球秩序“大三角”关系中的重要一角。

改革开放以来，又将旧边疆和新边疆进一步整合

在国家经济秩序中，建构起全国统一大市场，并

融入世界体系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经

济全球化的发动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面临

的重大使命则是将旧边疆和新边疆整合在国家

的文教秩序之中，从而在“和而不同”的中国文明

基础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明新秩序。

无论是台湾面临的“台独”问题、香港面临的

“去殖民化”问题，还是新疆面临的“三股势力”问

题、西藏面临的政教关系问题，都属于精神层面

的思想文化问题。而唯有“政治”这个总概念才

能将法律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统合在一起，

这才构成完整的“主权”或者“政权”。在这个意

义上，新中国的政治秩序或政权建设始终处在不

断的建构进程中，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unfin⁃
ished project）。这个进程并非简单的主权国家建

构或民族国家建构，而是一项复杂的“帝国-文
明”建构。我们唯有在“帝国-文明”的视野下才

能理解香港新边疆的战略意义。

（二）“跨文明”或“跨帝国”：“以边疆为方法”

大凡文明都围绕伟大的帝国形成，由此必然

形成一种历史论述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每一种

文明都自诩为全人类唯一正确、高贵的文明。西

方几大宗教的一神教传统展开至今都难以消弭

宗教战争，而东方中国文明自认为是“普天之下”

的宇宙中心。在这种“文明中心主义”的叙述模

式中，边疆无疑处于次要的边缘位置，甚至被置

于“他者”位置上。

然而，地理大发现以来，当全人类不同文明

展现在全球地理空间中时，所有这些古代帝国／

文明的普遍主义论述都变成了“地方性的”。地

理大发现所展现的多元文明格局打破了基督教

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描述，并由此瓦解了基督教奠

定的帝国文明秩序。这就需要创造新的帝国文

明秩序来适应全人类共同生活的格局。这种历

史形势最先刺激西方人思考如何建构新的全球

普适文明，从而能够将“区域性文明”纳入人类新

文明发展的“普遍历史”书写中。这种普遍历史

的书写必然以全球各大文明的比较为基础。可

以说，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到阿尔弗雷德·韦伯和斯宾格勒的文化类型学乃

至当代的亨廷顿，他们都在探索如何在不同文明

之间建构出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适文明。同样，以

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

会理论家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人类学论述，都是

在不同文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建构出适用

于全人类的现代社会，并建构出这种现代生活从

古到今发展演化的谱系。

由于现代普适文明的建构源于西方，西方崛

起所建构的新型世界帝国秩序也是由西方文明

所推动的，以至于无论是全人类普遍历史叙事，

还是现代文明和全球秩序构想，都是以西方文明

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必然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

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尤其是随着非西方世

界自身发展、反抗和自我叙述的展开，这种西方

中心主义的论述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种多元

主义的历史书写模式开始兴起。比如，当下全球

史写作的主旨就在于打破普遍历史叙事中建构

起来的西方中心主义。

无论古典文明秩序中形成的“文明中心主

义”思考方式，还是现代文明兴起之后形成的“西

方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的理论思考很容

易带来政治上的文明冲突，就像西方文明中的一

神教信仰必然带来善恶对立的宗教战争一样。

要破除文明冲突论，就需要将这种本质主义、“自

我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转变为一种“关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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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模式，�24从而关注不同帝国之间和不同文

明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秩序，尤其是相互借鉴、

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从而推动人类文明通往新文

明的历史趋势，就像西方文明借力东方文明而崛

起一样，东方文明也要借力西方文明而复兴。这

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反思西方启蒙史学影响下

的民族国家书写对文明互动历史的裁割与漠视，

以便“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25而且要反思历

史上基于“文明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而过分关

注中心地带的主体民族所形成的核心制度和价

值观念，而忽略边疆对这种文明所产生的积极影

响。在这种文明中心主义的视角中，边疆往往是

无关紧要的，处在文明边缘的地带甚至被视为远

离文明驯化的蛮夷之地，以至于对边疆的论述也

恰恰是作为反面的镜子（“他者”）反过来强化中

心的主体地位，就像西方人类学对非西方民族的

研究往往是为了强化西方文明的主体性一样。�26

在这个意义上，边疆意味着对中心的偏离，不仅

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偏离，而且主体民族变

成了边疆少数民族。这种思考方法或许适用于

解释古典时代区域性文明帝国初兴的“轴心时

代”，在文明的边疆之外很可能就是无限的荒蛮

之地。事实上，特纳的边疆理论就建立在北美向

西部无限荒漠扩张的想象之上，由此边疆就成为

中心向外无限扩张遭遇到的地理极限，对中心无

限扩张的自由精神而言，边疆的出现就意味着自

由精神的衰亡。�27而西方人类学研究差不多与此

接近，西方文明在这些地方的扩张遭遇到的都是

初级文明，欧洲人在这里遭遇到的往往是“没有

历史的人民”。�28

然而，随着区域性文明的向外扩张，边疆就

不再是荒蛮之地。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

文明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与几大区域性文明互

动，使得边疆成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冲突

和交融的前沿地带。台港澳新边疆在唐宋时代

或许还可以说是荒蛮之地，然而在明清时代尤其

鸦片战争之后则不再是荒蛮之地，而是东西方文

明冲突和交融的边疆地带。在全球传统文明迈

向现代文明的大转型中，曾经作为边疆地带的香

港甚至变成了比内地更加发达、更加文明的国际

大都市，以至于基于传统文明秩序建立起来的中

心与边缘关系被颠倒过来。如果从西方现代工

商业文明的角度看，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成为世

界金融的中心，而广阔的内陆反而成为现代工商

业生活方式不断去拓展的边疆。近些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从东南沿海向内陆扩张以推动“中部崛

起”，然而对于更远的东北和大西北的内陆，“投

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恰恰说明区分中心与边缘

标识的不同视角。可见，唯有从“关系主义”的视

角审视全球各大文明之间的关系，关注“跨文明”

的问题，尤其关注文明之间冲突和交融的边疆地

带，才能打破文明自我中心主义的陷阱，理解不

同文明秩序的内在机理，比较不同文明秩序之间

的优劣，从而推动文明之间相互借鉴吸收，最终

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融合和发展。

事实上，随着后现代思潮对本质主义思考方

法的解构，“关系主义”越来越成为理论思考的出

发点，由此推动交叉学科的兴起以及由此形成的

种种“跨界”行动和研究。这种“跨”意味着摆脱

学科划分形成的研究对象的牢笼，上升到对更大

范围、更为整全的问题的关注。就像在传统社会

理论中，一旦跨出对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关注

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必然

上升到对更大范围的“文明”的研究，关注不同

“社会体系”之间互动的“跨社会体系”或“超社会

体系”。�29因此，经典社会理论都包含着对不同社

会形态之间进行比较并关注社会形态发展和转

化的文明问题。�30尽管如此，笔者提出“跨文明”

研究，不是简单的帝国比较或文明比较研究，而

是希望对帝国和文明的研究能够将目光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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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转向边疆地带，形成“以边疆为方法”的研究

范式。这并不意味着要用边疆研究来取代对中

心地带的研究，而是强调一种研究策略的改变，

就像地缘政治中提出的“边缘地带战略”一样，�31

边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心地带以

及不同文明的中心地带通过边疆如何与其他文

明展开互动，从而推动文明的更新、丰富和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以边疆为方法”恰恰包含着认识

事物真理的方法论，就像社会理论通过对“失范”

的研究来理解社会秩序的内在机理，政治理论通

过对例外状态的研究来认识常规秩序，我们唯有

通过对边疆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帝国或文明的

中心。因此，唯有“以边疆为方法”，才能真正意

识到边疆地带并非文明中心主义下的剩余物，边

疆并非消极的疏离中心的力量，而是积极能动的

力量，甚至成为推动中心文明更新的革命性

力量。

三、能动的新边疆：

边疆的居间性与革命性

在历史上，促进技术、物种、制度、观念、文化

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交流有各种方式。比如战争

征服推动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和移民乃至政权统

治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开拓

就是典型例子。然而，边疆之所以出现，恰恰是

由于两种文明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了势

均力敌的稳定状态，从而在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成为文明交融地带，发挥着“通道”的作用。边疆

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历史上真正承担起居间

联系和文明传播的主体往往是商人、传教士、游

吟诗人等等。其中，流动的商人组织在边疆地带

形成一些商业城市，并围绕这些边疆商业城市构

成一个居间沟通的网络。正是这一个一个边疆

商业城市，将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串联起来，组

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网络。

（一）边疆的居间性：“通道”与“联络人”的两

面性

虽然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来自文明的中心，但

发挥关键作用的却是那些边疆地带发挥居间功

能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虽处在区域性文明的

边疆，但恰恰是在这里率先诞生了一种域外意

识，一种跨文明意识，甚至全球性的世界意识。

这些边疆地带率先摆脱区域性文明的束缚，变成

推动全球化的支点和中心力量，发挥推动全球化

的“通道”作用，以至于将整个世界分成平行的两

个部分：区域性文明中心地区成为下层世界，而

通过将这些边疆地带的商业城市相互连接起来，

构成了全球化的上层世界。所谓“世界是平的”，

描述的就是这个上层世界。借用布罗代尔的理

论，下层世界遵循的是自由市场的商业交换法

则，即这些边缘地带的商业城市推动不同中心地

带的物产资源之间进行市场交换。然而，在这些

商业城市之间建构起来的上层网络中，遵循的却

是资本集中垄断的法则，它能够有效地利用全球

分散在各地的下层世界相互分割的信息不对称

而赚取比商品市场交换更大的利润，这就是布罗

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32

这种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的划分恰恰在于

古典区域性文明帝国往往是借助有形的领土控

制和统治而建立起“有形帝国”（formal empire），

而上层资本主义世界帝国已经不再吃力不讨好

地控制这些有形的领土，也无须对这些领土承担

治理责任，而是采用更为复杂和精致的手段来控

制全球的科技、金融、法律、文化意识形态，并通

过一些超级商业城市作为节点来控制全球，构筑

起“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在这个意义上，

资本主义全球化就建立在以边疆地带的超级城

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际大都市”）为中心所

构成的网络中，由此，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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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东京等国际大都

市建构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的“超级版图”。�33

这种超级版图又形成自己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对

应这些边疆城市所代表的国家、帝国乃至文明在

世界帝国秩序中的中心与边缘结构。世界金融

中心纽约就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代表美国在世界

帝国中的主导地位，其他超级商业城市无疑处在

相对的边缘地位上，伦敦、新加坡和香港虽然是

国家金融中心，可依然要依附于纽约。今天全球

化与逆全球化的斗争乃至于中美之间的竞争，实

际上是超级商业城市建构的上层资本主义世界

帝国体系与下层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秩序之

间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下层古老的区域性文明争

夺上层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体系的控制权的斗争，

某种意义上也是处于边疆地带的超级商业城市

之间为争夺上层世界“超级版图”的中心地位展

开的斗争。在这样的文明图景中，我们更容易真

正理解香港的历史乃至香港的未来。

在中国文明向海洋世界的扩展中，一开始重

要的商业城市不是香港，而是宁波、泉州和广州

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连接起日本、琉球以及台

湾、马尼拉、新加坡等等边疆地带的商业城市，从

而与印度洋乃至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与葡萄牙

人、西班牙人共同推动了第一波商业贸易的全球

化。然而，随着英国崛起，打开中国大门就成为

其首要任务，而香港意外地成为英国商业进入中

国的“通道”。由于语言、文化和掌握信息的差

异，英国人意识到没有华人作为商业上的中介人

和“联络人”，对华贸易根本无法开展。为此，港

英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来吸引富有的华商到香

港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以便其成为合作的商

业伙伴。这样的政策一开始并不成功，但恰恰是

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内战乃至新中国成立

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将中国内地的

资本家、企业家和劳动力驱赶到香港，从而形成

了英国人与华人资本家的合作。正是华商的合

作，将英国人的商业贸易纳入了在漫长历史上已

经形成的全球海外华人商业网络中。由于华人

商业网络的加入，香港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才真正

如虎添翼，从英国进入中国的“前哨站”变成了名

副其实的跨国商业网络中心，成为西方建构的世

界帝国超级版图中重要的战略支点——国际金

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

由此，香港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在于其成为中

国内地与西方世界联系沟通的“通道”，它不仅是

推动大英帝国进入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重要力

量，而且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而香

港要发挥这种“通道”作用，就必须有承担起居间

功能的“联络人”，那就是既熟悉中国又熟悉西

方，既拥有中国网络又加入西方网络的精英群

体，尤其是那些被吸纳到港英体制中的香港华人

精英——从早期被看作“洋买办”的大商家，到 20
世纪 70年代又进一步扩展到的香港中产专业人

士。地处同样地理空间、同样制度下的澳门虽然

也具有“通道”功能，却无法发挥出类似香港的积

极作用。因为香港人的背后是遍布欧美、大洋

洲、东南亚、印度洋乃至非洲的整个海外华人网

络，而这个人才流动网络在漫长的历史上已经融

入英美主导的上层资本主义世界超级版图中。

比较之下，澳门人融入的葡萄牙语网络已经衰

落，无法进入这一超级版图。因此，中国打开香

港的大门，就意味着利用世界超级版图的网络将

全球的资本、技术、人才和最新的观念引入中国，

这必然推动中国的复兴；而关闭香港的大门，则

意味着中国会被封闭在区域性秩序的下层世界。

可以说，近代中国的经济方式、政治观念和文化

思想的革新都是通过香港的“口岸知识分子”和

“买办商人”这些“联络人”推动的。秉持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政治”使命的新中国竟然在成立之

后保留香港这块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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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开放之后又率先抛弃冷战观念搞出“一

国两制”来保留殖民地的遗产，无疑是看重香港

在世界帝国超级版图中形成的网络。邓小平在

设计“一国两制”时明确指出要“再造几个香港”，

就是强调中国需要更多的进入世界超级版图的

国际大都市。

在下层区域性本土秩序与上层世界超级版

图的互动中，香港人要真正发挥“联络人”的居间

作用，就必须掌握上层世界所通行的观念和法

则，比如接受英文的“深度教育”，认同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当他们努力将这些价值

观念、生活准则和行为方式内化到身体中，就会

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出“去中国化”的心态，从而脱

离下层的中国世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

们渐渐失去了对下层世界的感知，忘记了上层世

界帝国体系根植于西方文明的下层世界中，忘记

了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崛起正在通过改变下层世

界而改变上层世界帝国体系的结构。更重要的

是，随着中国全面开放，更多的内地城市逐渐进

入世界超级版图中，香港作为通道的“联络人”优

势不断被削弱。某种意义上，一些香港人恰恰是

为了努力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才推动香港成为

美国对中国推行“颜色革命”的基地或者“桥头

堡”，从而巩固美国在世界超级版图中的优势地

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居间“联络人”的两面

性，既有服务于中国战略的一面，又有服务于西

方战略的一面。当双方利益一致时，“联络人”就

会成为双方的座上宾而左右逢源，甚至左右通

吃；然而，一旦双方发生利益分歧乃至出现分裂

斗争时，“联络人”就很容易被双方都不信任而成

为被抛弃的对象，就像美军逃离喀布尔时再现了

当年逃离西贡时的一幕，从美国飞机上摔下来的

都是居间的联络人。

（二）边疆的革命性：质文之辨

边疆的居间性凸显了两种文明在和平时期

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尤其是商业贸易、文化观念

和生活方式的互通有无。然而，从长远历史看，

这种文明的相互交流往往是不对称的，即强势文

明或文明中某种强势因素对弱势文明或文明中

的弱势因素施加了更大影响，尤其在游牧文明、

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出现维度差异的情况下，

文明互动更是以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毁灭

并进行重组的方式展现出来。就像今天的“长城

地带”已不再是边疆，而是被稳固地纳入中国的

中心地带，农耕定居乃至工业化城市生活已经成

为主要生活方式，即使放牧生活也不再依靠历史

上的马背民族，而是被机械化车辆乃至无人机所

取代，马背民族与草原牧歌一样或将成为文化记

忆。因此，边疆从来都是高维度文明征服取代低

维度文明，或兴盛文明征服衰落文明的“基地”或

“跳板”。长城地带不仅是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

族入侵的防线，也是农耕生活向草原拓展的后方

基地。同样，香港作为新边疆始终是西方资本主

义文明进入中华文明的基地。从大英帝国的海

洋帝国战略看，以香港为中心辐射的江南地区就

像南非、印度一样，成为大英帝国主导的全球资

本主义从海洋向欧亚大陆扩张的跳板，用麦金德

的话来说，就属于大英帝国包围大陆地所精心选

择的岛屿或半岛。�34大英帝国之所以成为“岛屿

收藏家”，恰恰是为了将这些岛屿作为基地和跳

板来进入此前对其封闭的大陆。

从这个角度看，边疆的形象就不再是对中心

文明的消极偏离，而是成为改变甚至毁灭文明中

心地带的积极能动的力量，成为推动文明中心实

现变革的革命性力量。希腊文明最终被边疆的

少数民族所毁灭，但由此促成希腊文明向东方扩

张的“希腊化时代”。

虽然希腊文明乃至罗马文明对于边疆地区

来说文明维度较高，但最终被边疆低级文明所毁

灭，因为这些高级文明处于衰落停滞阶段，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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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野蛮文明正处于勃兴的阶段。更何况这些边

疆野蛮文明因占据了大陆心脏地带，拥有草原骑

兵的机动性优势，抵消了他们在文化创造上的劣

势。文明不仅包括人造的人文世界，而且包括它

所依托的自然地理空间。人类早期文明都是在

适合人类居住生活的温带平原上诞生的，甚至都

依托大河、湖泊的养育才成长起来。欧亚大陆边

缘地带从西向东分布着的几大区域性文明帝国，

就像围绕在大陆心脏地带上的珍珠项链。因此，

大陆心脏地带与大陆边缘地带之间的地理分界

线，始终是文明之间冲突和交融的边疆地带。今

天发生于乌克兰的俄乌战争就像历史上发生在

中国长城地带的故事一样，属于发生在“文明断

裂带”上的边疆故事。在这个文明断裂带上，边

疆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动力源于心脏地带的文明

兴衰，因此，来自边疆的冲击就像潮汐一样间歇

性地涨落。

然而，对于文明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人为创

造的器物、技术、制度、文化等外在的、僵死的、定

型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能动自

由的、创造性的精神力量。文明不仅是“已成之

物”，更是有待创造生成的“未成之物”。如斯宾

格勒所言，“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

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

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

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35这个人造的文明世

界一旦像自然世界一样成为一种必然性的约束

力量，就会像自然地理一样成为僵死不变的东

西，僵死的文明意味着停滞和死亡。在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一种外在力量来摧毁不适应时代发展

的文明形态，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像清朝

乾隆皇帝将马戛尔尼使团看作野蛮人，而在后者

的眼里大清帝国已经陷入文明僵死的停滞状态

中，需要新的观念、新的精神、新的文化表达乃至

生机勃勃的旺盛生命力来毁灭趋于定型、僵死的

文明，唤醒“沉睡的雄狮”，并创造出新的文明。

因此，从“跨文明”的文明互动视角看，或者

从文明生成演变的动态历史视角看，按照文明自

我中心主义叙述所形成的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

疆的等级关系或许可以颠倒过来，即文明中心作

为一种既成的创造可能陷入僵化、衰落和死亡，反

而野蛮的边疆所诞生的自由精神和活泼旺盛的生

命力代表着创造、未来和希望。“文明”是对野蛮的

驯化和养育的结果，而“野蛮”孕育着文明成长的

生命种子。这无疑构成了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

疆的辩证法。“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

边疆与中心在文明的生成、兴盛、衰亡、转化、再

生的动态历史进程中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质胜

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文明生生

不息的变化发展恰恰基于文明与文化、文明与野

蛮、中心与边缘相互颠倒转化的辩证法。由此，

文明和野蛮就不再是单纯的高低等级秩序，反而

可以成为相互颠倒的阴阳两极。

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不仅是文明与野蛮

的文化等级之辨，也是文明演化进程中的文质之

辨，更是“内中国，外夷狄”，中心与边缘的内外空

间秩序建构之辨，以及中心汉族与边缘少数民族

的政治关系之辨。文化政治、统治秩序和族裔身

份与王朝更迭、文明演化的历史法则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一幅复杂生动、不断变化的政治图景。

而这场漫长的历史争论实际上包含着“内中国”

尺度的“小中国”想象与中心边缘内外结合的“大

中国”想象。以“小中国”为尺度的中原王朝观很

容易在文明自我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强调中国与

夷狄内外之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明

冲突论”，边疆夷狄被视为对中心华夏文明的偏

离和挑战。而这种理论盛行时，往往是边疆少数

民族处于强盛阶段而对相对衰弱的中心华夏王

朝构成“危险的边疆”的时期，比如宋代、晚明这

种论述尤其盛行，其目的无非是凝聚华夏王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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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识以共同对抗边疆少数民族的入侵。然而，

以“大中国”为尺度的天下秩序观往往具有一种

“跨文明”的意味，强调“以夏变夷”的跨文明的文

明融合论，以至于将边疆少数民族的文明也纳入

中华文明的正统叙事中，从而强调“天下一统，华

夷一家”，并致力于建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政

治秩序。可见，围绕边疆展开华夷之辨实际上是

文明互动格局背景下，围绕形成的“小中国”与

“大中国”两种政治格局，文明中心主义与跨文明

关系主义的辩论。�36中国文明不断更新发展的动

力或源头活水当然来自华夏中心地带的文明创

造，但在文明中心地带陷入腐朽衰落之际，反而

需要借助边疆野蛮能动的生命力来激活中心地

带，促使文明革新和再生。由此，我们看到，无论

秦汉、隋唐还是明清，恰恰是借助西北和东北内

陆边疆的能动力量建构起多元一体的“大中国”。

晚清以来，由于传统农业文明发展到巅峰陷入停

滞，来自新旧边疆的挑战不仅成为破坏性力量，

比如南方基督教传播带来的太平天国运动，西北

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宗教势力挑起的西北大叛

乱，而且成为积极推动文明更新的革命性力量，

比如来自香港新边疆地带的革命性力量推动西

方资本主义文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上全面

“北伐”，而来自北方旧边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理念，共同推动中国传统文明实现

了“创造性转化”的现代革新。

当然，新边疆的新的革命性力量不是传统的

马背民族，也不是近代以来的商人群体，而是晚

清以来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从精神、

理念的“文化”源头发起对既成的、僵化的“文明”

的毁灭性革命。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秩序而

言，掌握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就如同“洪水猛兽”一

般的“野蛮人”。整个五四运动的精神、思想和文

化的源头活水都是从野蛮的边疆而来，从旧边疆

传入共产主义，从新边疆传入自由主义。我们唯

有从“跨文明”的视野，把欧美资本主义文明与苏

俄缔造的社会主义文明同时纳入与中国文明互

动的视野中，从能动边疆的革命性入手，才能理

解中国文明从死亡到再生的创造性转化。

（三）边疆的革命性：“跳板”与自由的两面性

不同于旧边疆马背民族带来的尚武精神，也

不同于新边疆商人群体带来的理性精神，推动新

文化的知识分子带来的是现代自由精神。现代精

神或现代文化的核心乃是“自由”。然而，现代的

自由精神恰恰源于边疆的野蛮人。正是在欧洲文

明的边疆北欧的维京海盗不仅最先发现了海洋，

而且通过海上劫掠冲击着欧洲中心的罗马文明，

这些海盗的后裔进入大陆又变成日耳曼森林中的

野蛮人。正是这群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将欧

洲带入封建自治的混乱秩序中。孟德斯鸠盛赞这

群野蛮人的自由精神，认为来自北方寒冷地带的，

具有勇敢、自由精神的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奴

役的锁链。孟德斯鸠对这种边疆野蛮人的自由精

神的赞扬基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对英格

兰自由政体的向往也强调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蛮

人所带来的自治，自由精神同时意味着对自我同

意的法律秩序的服从，法治精神由此而来。�37

这样我们就看到现代自由精神的两面：桀骜

不驯、征服搏杀的一面与理性计算、同意服从的

一面。在某种意义上，大英帝国的兴起不仅获益

于全球海洋上的海盗劫掠及对这种海盗精神的

继承，而且获益于理性化计算推动的科技革命和

商业经营，所谓“仗剑经商”的说法恰恰同时结合

了现代自由精神的两面，“仗剑”具有马背民族尚

武征服搏杀的一面，“经商”则体现理性化的精明

计算的一面。后来霍布斯进一步将这种野蛮人

精神赋予了哲学上的“自由”意义。“自由”精神一

方面是边疆野蛮人的精神状态，即像野兽（狼）一

样处于生死搏斗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就是商人精

明计算的精神状态，是面对死亡威胁而达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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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并服从契约的一面。�38现代自由精神的这两

面，后来被黑格尔进一步区分为“主人人格”与

“奴隶人格”，而在尼采哲学中，则上升为“超人”

与“末人”的区分。�39

如果我们从现代自由精神的两面性来看待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的现代自由精神，就会发现

这种自由精神推动形成了两种文化政治。一种

是从近代以来从南方新边疆传入的现代资本主

义工商业文化，由于东南沿海新边疆的居间性，

使其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秩序融为

一体，并认同了以自由市场和法治为基础的资本

主义文明秩序，由此展开“北伐”。这种文化政治

可以称之为“承认政治”，其自由精神根基更多基

于理性计算，并服从于西方建立起来的世界帝国

秩序。无论是香港华人精英被吸纳到港英殖民统

治秩序中，还是国民党在内战期间签署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重新将中国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表面上

是服从契约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条约共治”，但这

恰恰反映出其奴隶人格，因为“条约共治”的结果

是西方人作为主人统治中国人。另一种就是从北

方旧边疆传入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政治”，无疑将

现代自由精神发挥到极致，不仅用暴力革命推翻

一切“既成”的不平等文明秩序，而且要展开前所

未有的自由创造：“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

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40这种自

由精神无疑继承了来自旧边疆的桀骜不驯的尚

武精神。由此，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

所代表的两种“文化政治”的斗争，不仅与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两条政治道路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而且与南方海洋新边疆的英美资本主义阵营和

北方大陆旧边疆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政治格

局交织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地理格局

中，这不仅与中国新边疆塑造的南方商业理性和

旧边疆塑造的北方质朴尚武的人格品质交织在

一起，而且与国民党秉持新“华夷之辨”并最终定

都南京的“小中国”想象和共产党秉持民族平等、

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天下一家”理念并最终定都

北京的“大中国”想象交织在一起。�41

可见，古代中国文明是南北边疆作为积极能

动的力量参与推动塑造的，同样，现代中国文明

也是南北边疆作为两种能动的力量推动现代自

由精神的两面相互激荡而共同塑造的。从南方

新边疆而来的资本主义推翻了传统帝制却依然

未能解决“条约共治”的殖民主义，而从北方旧边

疆而来的社会主义推动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的政治独立自主并完成了工业化的重任。改革

开放重新借助南方商业理性而融入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实现经济崛起，而今天又重新借助北方斗

争精神并背靠俄罗斯与英美世界帝国秩序展开

世界超级版图的争夺。在这样的历史中，香港既

是西方文明向中国输入商业、民主和文化的“基

地”和“跳板”，同样也是中国向西方输出革命、商

品和文化的“基地”和“跳板”。新中国成立后的

前三十年向西方输出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

输出商品，而在新时代开辟的未来无疑会向西方

输出思想和文化。当西方文明崛起陷入大陆帝

国与海洋帝国的争夺时，唯有中国在地缘政治上

能够借助南北边疆将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融为

一体。可以说，中国文明不断成长、壮大恰恰来

自南北边疆力量的相互接力，在多元开放中向外

拓展，在夯实一体中内部不断壮大，这不仅是自

由内在的两面互动的辩证法，也是文明演化中质

文互动的辩证法。

四、香港：从“问题”到“方法”

在关于香港的主流论述中，经常出现“香港

问题”这个表述，以至于在不少人的论述中，香港

这个“海外游子”在回归之后似乎变成了一个顽

劣淘气的“问题儿童”。这种将香港作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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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的思考方式，显然是从中心视角看边

疆。假如从边疆的视角看中心，那可能就是另外

一番景象。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

国民党想收回香港，但因为丘吉尔不答应也就无

能为力。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香港人民群众翘

首盼红旗，可大军勒马罗湖边境，要香港人民群

众做好被殖民压迫的“长期打算”。刚说好要“长

期打算”，又突然要求展开革命斗争，将反帝反殖

民的革命运动推向全球，然而在革命运动被残酷

镇压之后，却回过头来批评香港左派冒险的盲动

主义。香港好不容易熬过艰难岁月变成了“亚洲

四小龙”，成为“会下金蛋的鹅”，然后则有了“一

国两制”。香港人希望“民主回归”，但中央提出

“港人治港”，将香港人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身份变

为一种政治身份。基本法是中央主导起草的，无

论“双普选”还是国家安全立法都是基本法载明

的。既然基本法规定香港要保持资本主义生活

方式基本不变，那就意味着香港应当按照资本主

义内在逻辑来运作，竞争性选举、司法复核和言

论自由都已成为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活

方式。可见，香港边疆的历史和今天的模样主要

是由中西两个文明中心的力量塑造的。“爱人不

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42

中央治港出现问题首先应当反求诸己。文明冲

突与互动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属于自然规律。因

此，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动，而是心在动。如果说

存在什么“香港问题”，那也不是“香港的问题”，

不过是“发生在香港的问题”，那与其说是香港的

“问题”，不如说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病症或许

在香港，但病根却在全球文明之间的互动。我们

唯有反求诸己，理解中心与边缘的文质互动对中

国文明的塑造意义，才能真正读懂香港“人心”，

才能理解香港人的话语言说中隐含的“无言的忧

怨”。对改革开放这一代人而言，香港作为国际

大都会曾经是心目中的圣地，而对于中国崛起的

一代人而言，香港则变成日益普通平庸的地方性

城市，需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来寻找自己的出

路。从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人面对香港的自卑，到

中国崛起后内地人对香港的傲慢，这种态度反差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未能在观念上和理论上

处理好中心与边缘的有机关系，始终从中心的角

度看边疆，以至于形成居于中心即傲慢，落入边

缘而自卑的心态。

由此，我们发现“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与

“一国两制”的观念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断

裂。“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以及中央对港方针政

策高度重视香港，始终将香港上升到国家战略高

度来思考。然而，在“一国两制”的主流观念理论

表述中，要么基于民族国家理论，要么基于文明自

我中心主义，始终是以国家中心为尺度来提出香

港“问题”，以“一国”中心的社会主义观念来看待

“两制”下香港边疆的资本主义，从而不断批评、指

责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无论是两制冲突，还是人心

回归，始终将香港对中心的偏离看作“问题”，将其

看作有待克服和解决的消极因素，要么认为等待

“五十年之后”应采取“一国一制”，要么认为香港

的“一国两制”对台湾丧失了示范意义。这种思

维方式和理论主张显然不符合中央对香港的“一

国两制”定位和长远发展战略。在这个意义上，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一国两制”将“长期保持不

变”，提出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优势，不仅是对处

于焦虑中的香港人讲的，更是对所有持上述观念

和理论的中央治港决策者乃至所有内地人讲的。

可见，要形成一种与“一国两制”制度安排相

匹配的“一国两制”的观念、理论和文化，就必须

秉持一种“跨文明”的视角，“以边疆为方法”。文

明自我中心主义者将边疆理解为消极的边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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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形成对边疆的封闭、傲慢、批评乃至整合同化

的冲动，强调将香港融入内地秩序中；而以边疆

为中心的“跨文明”视野将边疆理解为积极能动

的边疆，必然形成对边疆的尊重、理解、包容乃至

学习融合的努力。这两种对待边疆问题的不同

理论态度和视角导致我们对“一国两制”形成两

种不同的理解，究竟是社会主义的“一国”外加资

本主义的港澳台，还是内地社会主义和港澳台资

本主义共同建构为“一国”？这两种理论想象归

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对正在建构中的“一国”的政

治想象，即“一国两制”中作为根基和基础的“一

国”只是内地社会主义的“小中国”，还是包容台

港澳边疆资本主义体系在内的“大中国”，甚至要

包括对海外华人展开统一战线工作的“大中华”。

当年，国共内战时期，面对北方苏联的社会主义

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围绕定都南北的讨论就形成

共产党的包容西北边疆乃至苏联社会主义在内

的“大中国”论述，与国民党在新的华夷之辨下形

成的民族主义的“小中国”论述。而今天，面对台

港澳新边疆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对

“一国两制”的思考方法、理论建构究竟是以民族

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小中国”想

象，还是基于文明秩序建构和容纳吸收资本主义

乃至全球发展的“大中华”想象？

如果从“大中国”的想象看，香港作为边疆显

然不是“问题”（problem），反而是我们思考“问题”

（issue）的“方法”，即在“跨文明”的背景下思考香

港作为新边疆既是中国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窗

口”，同样也是中国向外拓展输出的“跳板”，曾经

向外输出革命，现在正在向外输出商品和货币，

未来当然可以向外输出思想和文化。因此，讲香

港问题不反思中国问题，那是没有脑子；讲中国

崛起不思量香港贡献，那是没有良心。改革开放

之后，我们借助香港的“一国两制”学会如何驾驭

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今随着“一国两制”进

入新时代，伴随中国崛起和中美全球竞争这百年

大变局的到来，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学会驾驭全球

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在全球自由舆论环境下

掌握国际话语权，无疑成为中国崛起必须完成的

必修课。由此，香港的竞争性选举、普通法体系

和司法复核制度以及自由传媒体制并非作为“问

题”（problem）的“负资产”，反而应当成为中国学

习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和文教体系的训练基

地，成为对海外华人开展“大统战”和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的重要平台。�43

无论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以边疆为方法”，还

是具体讲“以香港为方法”，人们都会想到柯文提

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44或沟口雄三提出的“以

中国为方法”。�45的确，“以中国为方法”主要强调

中国领土的广阔性，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

建构的复杂性，从而以中国为常态来回应“西方

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中国的裁剪。然而，笔者在此

提出的“以边疆为方法”或“以香港为方法”，重点

在于强调在“跨文明”视角下关注中国文明演变乃

至全球文明格局中边疆与中心之间的质文互动。

19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现代文明秩序

开始成型，然而，无论是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兴

起，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革命运动，还是今天

中国的崛起，实际上都是边疆地带对文明中心的

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由于作为人类现代文

明秩序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腐败、堕落和

停滞，才为中国文明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会，而

如何在全球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有益要素的基础

上，建构面向人类未来的、更美好的文明新形态，

无疑是中国文明崛起所必须承担的历史天命。

注释：

①强世功：《中国香港：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第 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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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2年版。

②《论语·颜渊》，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

书局 1983年版，第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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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ed into China in the form of a poetic text by Wang Tao. Since then, many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e Marseil‐

laise appeared, evolving in style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vernacular. The Marseillaise inspired indirectly the com‐

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in modern China, as well as the cre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patriotic revolution‐

ary songs. The national emotion and combative spirit in The Marseillaise also encourag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Revolutionary songs represented by The Marseillaise, The Internationale

and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s of the CPC.

Keywords: The Marseillaise, modern China, revolution, nation-state

The Adaptation of Rural Health Organizations to Local Conditions: From Dingxian Experiment to

Huaxi Health Experiment 109

Ge Shan & Xuan Chaoqing

Abstract: Rural grass-roots health organizations are an important vehicle of modern health resources in rural so‐

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grass-roots health organizations is also the bottleneck problem that must be

solved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health. The object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rural grass-roots

health organizations under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Education. By comparing the local develop‐

ments of modern health in the Dingxian Experimental Region and the Huaxi Experimental Region, the authors

investigate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rural health system, health service, health personnel, etc. to locality, and

find that the localization of rural health organizations needs to be plac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ized health syste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role of local people to realize integra‐

tion of external health resources with local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s. To achieve this, the organizational sys‐

tem must be in congruence with local social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must be connected with local

social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must be integrated with local social structure. Otherwise, local‐

ization of modern health in rural areas may be difficult to succeed.

Keywords: rural health, Dingxian Experimental Region, Huaxi Experimental Region,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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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Civilization”and“New Frontier”: From the“Hong Kong Issue”to“Hong Kong as A Method”

127

Jiang Shigong

Abstract: Assuming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empire-civilization”and taking both geopolitical space and

form of civilization into account, this paper positions Hong Kong as a new frontier for  the  mainland to be con‐

nected to the marine world and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Our aim is to propose a cross-civilization ap‐

proach focused on the frontier, and show the dynamic construc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zone for th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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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ivilization. The frontier area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center of civilization to absorb foreign civilizations into

its own development,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frontier is subversive and revolutionary for the center of civiliza‐

tion, constantly stimulating, challenging and even destroying the latter’s stagnation and decay and prompting

its self-innovation. Adopting this cross-civilization approach of“frontier as the metho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o-called“deep-seated problem”of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people’s hearts and minds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weaving,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three civilizations in Hong Kong, namely,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alist civilization. The“decolonization”of Hong Kong’s cultural ethos need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arger vision of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Hong Kong as a method”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Hong Kong’s strategic role as a new

frontier for the fu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may open up a new chapter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

Keywords:“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ross-civilization, new frontier, Hong Kong as 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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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Regional Disparity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148

He Xuefeng

Abstract: Understanding such a big country as China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jor parts: the developed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t present, the developed regions on the eastern

coast account for less than 5% of the country’s land area, carrying nearly one-third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and creating nearly half of the country’s GDP.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have actually become urban economic

belts that do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rural areas within the urban economic belt

have become an intrinsic part of the urban economy. However, in the v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rural

population is declining, and the countryside is becoming desolate. In the eastern coastal urban economic belt, ru‐

ral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facing many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which has led to many in‐

novations. These innovations are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typical of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They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come a model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words: regional disparity,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urban economic bel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On-the-Job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Work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ployment and Housing Pressure 163

Deng Hongqian & Zhang Yan

Abstract: Employment and housing pressure are two hot social issu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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